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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条件组态路径研究 

——基于中国内地 29 个省市的 QCA 分析 

彭永涛 侯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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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以中国内地 29 个省、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创新基础、

创新环境、产学研联系和国际技术溢出 4 个维度选取有代表性的 8 个变量,探究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条件组态

和路径。结果发现,存在技术转化型路径、国外技术吸收型路径等 4 条关键路径;R&D 人力投入、区域外技术购买是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且核心条件;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组态中某些条件具有可替代性。研究结论揭示

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刻画的 4条路径对不同地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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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创新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区域创新视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石、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区域创新能力作为评价一个地区创新水平的主要指标受到广泛关注[1]。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9》显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稳定上升,区域分布发展呈现不均衡态势。首先,由于区域创新能力

是产生新知识和商机的隐形能力,在地区间的异质性导致其成功经验难以被复制[2];其次,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不仅取决于创新基础

水平、创新外部环境、创新单位间的联系,还受其它地区创新活动的影响[3]。因此,不同区域应该如何针对自身创新条件配置创新

资源?如何因地制宜地探寻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为促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供借

鉴。 

为探究区域创新能力内在影响机理,国内外学者针对区域创新影响因素进行了一些研究。Min 等[4]研究发现,创新网络规模和

公共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Liu 等[5]通过研究欧盟区域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空间演化格局间的关系,得出

R&D投入对区域创新效率和研究实体均起积极促进作用;曾婧婧等[6]通过研究高校和区域技术转移效应,得出高校技术转移和企业

技术转移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技术转移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各要素对创新绩

效产出的净效应、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忽视了影响创新绩效产出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内在机理[7]。本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较多学

者关注单一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鲜有学者从整体角度研究各要素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是

复杂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需要从整体角度探寻影响因素与区域创新能力间的内在关系。定性比较分析法基于小样本分析,擅长

处理复杂变量之间的多重并发关系,具有完整解读案例的特点。因此,基于整体论的QCA 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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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从组态视角,围绕如何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这一议题,运用 fsQCA,从创新基础、创新环境、产学研联系、国际技术

溢出 4个维度对我国内地 29个省、区、直辖市进行组态分析,通过刻画导致区域创新高绩效产出的组态路径,揭示区域创新能力

提升内在机理,为各省份如何配置创新资源以提升其创新能力提供借鉴。 

1 文献综述 

1.1 区域创新能力 

区域创新能力由创新强度和创新效率决定,创新强度取决于区域创新基础条件,其与经济规模、R&D 活动投入等因素正相关;

而创新效率更多依赖于区域特定因素,如产业集群环境、产学研联系、外部技术溢出
[8]
。区域创新强度多用发明专利数量表示

[9-10]
,

漆艳茹等[11]利用专利申请影响因素特征指标构建我国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国外在衡量创新能力时更加关注创新质量,通常通

过专利引用次数加权反映创新质量[12];区域创新效率通过创新投入与产出效率衡量[13]。较多国内外学者采用区域创新强度或区域

创新效率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衡量,鲜有学者从集合论角度整体评价区域创新能力水平。本研究借鉴 Lexutt[14]的集合论方法,对

QCA 的结果变量进行集合运算,用既具备高区域创新强度又具备高区域创新效率的组态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组态。区域创

新强度代表区域创新的基础条件,而区域创新效率则体现了区域对创新的吸收与转化效率。因此,只有两者同时达到高绩效水平,

才认为该区域创新能力较强。 

1.2 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目前,学术界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从创新基础、创新环境、产学研联系、国际技术溢出 4

个维度进行分析。创新基础基于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产业创新环境基于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国际技术溢出基于尼尔森的国家

创新体系理论。具体而言:①创新基础维度。Fritsch等[15]通过分析区域创新效率差异,得出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区域创新效率往往

低于平均企业规模较小的区域;王志祥等[16]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

可能存在“倒 U 型”关系;李燕(2019)通过研究 R&D 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发现研发支出和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②产业创新环境维度。Broekel[17]通过定量方法分析区域创新效率与区域组织协作强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

“倒U型”关系;郭将等(2019)将产业结构进一步划分,得出相关多样化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而无关多样化则阻碍了区域

创新效率提升。区域创新又能反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引入市场化调节可以显著加强这种促进作用[18]。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空

间集聚也可以正向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19-20];③产学研联系维度。陈洪玮(2020)以创新平台为主要视角,研究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家大学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中心 3类创新平台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溢出效应;④国际技术溢出维度。孙凤娥等[21]、徐文斌等
[22]

发现,外贸企业主导出口贸易开放、国际技术购买可以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由此可见,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某一变量对区域

创新能力的影响[23]。只有少数学者从外源路径变量与内源路径变量角度实证回归分析了两类变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鲜有学

者从整体论视角探究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间的内在机理。 

1.3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 

从区域创新过程看,我国区域创新一般依托于直接利用区域内自身资源和要素积累、间接吸收区域外创新要素两种路径(赵

庆,2017)。侯健敏等(2010)运用多级递阶解释结构模型解释了研发合作内容要素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作用路径;Jucevicius 等
[24]
提出区域创新系统各主体通过有效创造和利用知识、寻求共同目标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该过程尤其重视技术吸收能力。

同时,产业聚集可以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但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其发挥外部性机制的路径并不相同(赵婷婷

等,2020);王雪薇等[25]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发展呈现不均衡态势,由东到西依次递减且各区域差距较大。当前,传统实证研究

将解释变量间的关系独立[26],即在假设因果对称的基础上,采用控制变量研究某一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因此,传统方法难

以解释复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27-28],而定性比较分析法具有对样本量和数据来源要求低、更好应对前因复杂性、适用于因果非对

称性问题、具有完整解读案例的特点
[29]
,结合评估多重因果关联变量的组合效应

[30]
,对刻画不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较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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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相同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效果不同,且不同地区依托的创新条件不同,导致区域创新能

力的成功经验难以模仿。传统线性回归依托对相关个案的归纳和逻辑演绎,难以针对不同区域发展特点提出较为具体的指导意

见。因此,本文以不同区域发展特点为基础,通过 QCA 方法对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对前因变量进行组态构型,

研究其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因果关系,可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区域创新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QCA产生于20世纪 80年代末,由查尔斯·拉金
[30]
于1987年提出,它通过小样本分析找出复杂因果关系,强调通过实证及理论

关联解决相关问题。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运用组态逻辑,研究多种复杂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组织间要素通过多因素间的集合对结果产生影响[31]。而集合理论和 QCA方法适用于理论方法的匹配,可运用QCA 解决社会科学中

的复杂变量问题。 

本文采用QCA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该方法适用于小样本数据分析,对样本数量要求较低,而本文将我国2018 年内

地 29 个省、区、直辖市的区域创新能力作为样本,样本数量符合该方法要求;另一方面,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影响因素众多且实现

过程复杂,该方法通过对比条件变量组态集合关系,确定实现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变量组合及核心条件,可为具有不同发展特点的

区域提升其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2.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内地 29 个省、区、直辖市作为样本收集数据(因西藏、贵州数据缺失,故未纳入统计),初始数据来源于 2019 年

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等。具体来看,区域创新效率、区域创新强度、R&D

经费投入规模、产业结构特征、产业与大学合作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地方统计年鉴,进出口贸易、

区域外技术购买来源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的支持来源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区域创

新能力通过区域创新效率、区域创新强度两个结果变量取交集衡量。 

2.3 变量 

2.3.1 结果变量 

本文基于集合视角,用区域创新效率(Inno1)表示区域创新发展速度和质量,用创新强度(Inno2)表示区域创新发展基础能力,

通过 Inno1 与 Inno2 进行 fsQCA 集合运算,将两变量的校准结果取交集表示区域创新能力变量,据此测得的区域创新能力(Inno)

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Inno1 参考王志祥等[16]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创新效率的测量结果,运用前沿生

产模型(SFA)(投入指标为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产出指标为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量)。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计算区域投入产

出效率。最后,用 Frontier4.1 软件对函数进行估计,测算出不同地区的区域创新效率。Inno2 用 2018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专利

授权数表示,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中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创新效率及区域创新强度结果 

地区

(东部) 

区域创新效率

(Inno1) 

区域创新强度

(Inno2) 

地区

(中部) 

区域创新效率

(Inno1) 

区域创新强度

(Inno2) 

地区

(西部) 

区域创新效率

(Inno1) 

区域创新强度

(In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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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0.398 106948 山西 0.175 11311 重庆 0.231 34780 

天津 0.221 41675 吉林 0.189 11090 四川 0.228 64006 

河北 0.127 35348 黑龙江 0.219 18221 云南 0.169 14230 

辽宁 0.231 26495 安徽 0.245 58213 陕西 0.253 34554 

上海 0.367 72806 江西 0.185 33029 甘肃 0.127 9672 

江苏 0.263 227187 海南 0.243 55407 青海 0.092 1580 

浙江 0.312 213805 湖南 0.251 46369 宁夏 0.112 4244 

福建 0.157 68304 湖北 0.213 37916 新疆 0.165 8094 

山东 0.216 100522 
   

内蒙古 0.107 6271 

广东 0.362 332652 
   

广西 0.225 15270 

海南 0.243 2133 
   

全国均

值 
0.218 58596 

东部均

值 
0.263 122574 

中部均

值 
0.215 33945 

西部均

值 
0.175 19270 

 

由表 1可以看出,东部两项指标均高于中部与全国水平,西部两项指标均处于最低水平,表明我国区域创新强度发展不均衡。

区域创新效率也呈现此规律,导致我国不同区域创新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是多重影响因素复杂交互的结果,

且不同地区地理位置、发展环境、创新基础条件各异,难以有针对性地刻画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因此,本研究通过 QCA,对区

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条件变量)进行组态分析,针对不同地域发展特点,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提供路径指导。 

2.3.2 条件变量 

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复杂多样,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综合评价体系。Nasierowski 等
[32]
认为,区域创新力影响因素可

从创新基础条件、行业外部环境、创新主体与产业集群关系 3个维度进行分析。《欧洲创新计分牌》从框架条件、投资、创新活

动和影响 4 个维度构建了欧盟国家创新绩效影响指标体系。《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指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

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教育水平、研发投资、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使用结构等。本文综合借鉴魏守华等[8]、Nasierowski等[32]

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变量集的分析。传统线性回归因 RRD与 JRD 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而将 RRD省略,但 QCA 组态分析不受前

因变量共线的影响,故将 R&D 人力投入规模指标保留。此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支持、大学和企业科研合作经费、政府科

技投入、FDI 技术溢出影响效应不显著,但随着服务型制造业的推进,我国珠三角及长三角区域服务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

故本文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支持的指标保留。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条件变量定义为 4个维度 8个变量,见表 2。 

表 2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变量描述 

变量类型 测量维度 细分变量 变量标签 测度方法 

结果变量 区域创新能力 Inno 区域创新效率 Inno1 区域创新投入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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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强度 Inno2 区域专利授权数 

 

条件变量 
创新基础 R&D 人力投入规模 RRD R&D 人员全时当量 

  
R&D 经费投入规模 JRD R&D 经费支出 

  
知识存量 KD 人均 GDP 

 
创新环境 产业结构特征 ISC 制造业增加值占区域 GDP 的比重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的支持 KSI 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产学研联系 产业与大学合作 IUC 大学科研经费中企业经费比重 

 
国际技术溢出 进出口贸易 IET 制成品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 

  
区域外技术购买 OTP 技术市场交易金额占 GDP 的比重 

 

(1)创新基础维度。 

区域创新能力与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基础直接相关。地区 R&D 人力投入规模表示该地区对创新人才的吸引程度,R&D 经费投

入规模表示该地区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对不同省份创新资金的配置,知识存量反映了地区创新能力基础,区域

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量密不可分。本文借鉴 Furman 等[33]的做法,用人均 GDP 代表区域知识存量。内生增长理论认为,R&D 努力程度

以及对知识存量的利用有效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RRD、JRD 从人力投入和经费投入两个角度表示 R&D 努力程度,KD 代表地区

知识存量。 

(2)创新环境维度。 

创新环境通过影响创新活动间接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根据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创新环境变量可由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产业

集中度、区域产业间的联系表示;区域产业结构变量可通过ISC(制造业增加值占区域GDP 的比重)反映;区域产业集中度、区域产

业间联系可由 KSI(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的支持)反映。 

(3)产学研联系维度。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区域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会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但由于不同地域经济水平不同,因而对创新型人

才的吸引力也不同,如北上广因为政治经济地位凸显更能吸引其它省份创新型人才。因此,本文不考虑基础教育对创新能力的影

响。由于产业与大学合作直接促成了科技成果转化,因此本文用该指标表示产学研联系维度。 

(4)国际技术溢出维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知识跨国传播速度加快,越来越多企业通过引入外商投资、中外合资办厂、加快进出口贸易等方

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国际交流中技术溢出极大地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国内外学者对该维度变量的

研究主要包括外商投资、进出口贸易、区域技术购买 3个方面。我国子公司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能

力的影响并不明显
[43]

。因此,本文选取进出口贸易、区域外技术购买两个变量表示国际技术溢出维度。进出口贸易用制成品进出

口贸易占 GDP的比重表示,区域外技术购买用技术市场交易金额占 GDP的比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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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结果变量(Inno1、Inno2)样本数据来源于表 1,条件变量(RRD—OTP)样本数据来源于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通过表 2 测度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赋值,其中 RRD、JRD、KD 三个变量可由统计年鉴直接

查出,其它 5 个变量通过年鉴数据间接计算得出,如 KSI 通过一个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相除得出。本文运用

fsQCA3.0 软件对全国内地 29 个省、区、直辖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测算,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区

域创新效率最大值为 0.398,最小值为 0.092,区域创新强度最小值为 1580,最大值为 332652,说明不同省份创新效率、创新强度

均存在较大差异,反映了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不平衡态势。从影响因素看,8 个变量离散程度较大,表现为不同区域之间要素

投入存在较大差异,需要针对不同省份发展特点,提出可以指导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具体路径。 

2.5 数据校准与转换 

使用模糊集 QCA 分析的是集合关系而非变量,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变量校准,并将样本从变量维度转化为集合维度。本

文运用 fsQCA3.0 软件,分析步骤如下:①应用四分位点法确定锚点,将样本数据上四分位点(75%分位值)、均值(50%分位值)、下

四分位点(25%分位值)作为校准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
[28-31]

,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②运用 3 个锚点对 2 个结果变

量(Inno1、Inno2)和 8个条件变量(RRD—OTP)进行校准;③将校准后的结果变量Inno1fz和 Inno2fz进行交集运算,其结果Innofz

作为最终组态构型变量,表示区域创新能力。 

表 3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标签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区域创新效率 Inno1 0.218 0.074 0.092 0.398 

区域创新强度 Inno2 58349 75046 1580 332652 

人力投入规模 RRD 133551 147950 5656 565287 

经费投入规模 JRD 624 691 19 2546 

知识存量 KD 62464 27288 28497 128994 

产业结构特征 ISC 0.155 0.115 0.011 0.436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的支持 KSI 0.453 0.052 0.353 0.56 

产业与大学合作 IUC 0.234 0.11 0.039 0.453 

进出口贸易 IET 0.118 0.164 0.001 0.842 

 

表 4各变量校准锚点 

变量 

定位点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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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变量 区域创新效率(Inno1) 0.2435 0.22 0.169 

 
区域创新强度(Inno2) 59661.25 34951 11311 

 
R&D 人力投入规模(RRD) 140356.75 93523 36857 

 
R&D 经费投入规模(JRD) 592.75 467.5 140 

 
知识存量(KD) 66024.75 48994 44047 

条件变量 产业结构特征(ISC)/% 24.265 13.68 6.63 

 
知识密集型服务(KSI)/% 47.1525 45 42.96 

 
产业与大学的合作(IUC)/% 29.6175 6.68 2.77 

 
进出口贸易(IET)/% 10.885 6.68 0.01 

 
区域外技术购买(OTP)/% 0.47 0.22 0.07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检验是 QCA 的重要步骤,用于检查结果是否依托于某一变量。该检验过程包括两个指标:①一致性是指样本检验与集

合关系的一致程度,通常当变量一致性大于0.9时,说明该变量为必要条件;②覆盖度是衡量某一条件变量组合重要性的直接指标,

该指标由特定案例数量除以实例总数得出,具体如表 5所示。从中可见,R&D经费投入规模变量和区域外技术购买变量的一致性均

大于 0.9,表明这两个变量对结果有较强的解释力,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不可或缺的条件。R&D 经费投入规模变量是区域创新能力

提升的基础性条件。Wang等[35]验证了区域创新环境要素、创新基础、区域外技术溢出、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链状结构关系,即创

新基础通过影响区域外技术溢出和产业创新环境进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外技术购买变量通过两种渠道作用于区域创新,一

方面为企业带来外部知识和技术,促进内部研发投入,进而影响区域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激励对外风险投资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

升[6]。 

表 5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测量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人力投入规模 0.841686 0.775092 

经费投入规模 0.921241 0.685207 

知识存量 0.711217 0.676760 

产业结构特征 0.662689 0.617494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的支持 0.545744 0.482419 

产业与大学合作 0.743039 0.62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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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 0.745426 0.709311 

区域外技术购买 0.906126 0.661825 

 

3.2 组态分析 

本文通过运行 fsQCA3.0 软件,遵循 Fiss[31]和杜运周等[36]的建议,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8,案例阈值设定为 1,PRI 阈值选定

为 0.75,进行标准化运行,得出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通过对中间解、简约解进行布尔代数运算,得出组态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组态结果 

变量 

组态 

1 2 3 4 

R&D 人力投入规模 
 

● ■ ● 

R&D 经费投入规模 ● ● ● ● 

知识存量 ● ■ ● ● 

产业结构特征 
 

■ ●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的支持 
 

● 
 

● 

产业与大学合作 ● 
 

● ● 

进出口贸易 ● ■ ● ● 

区域外技术购买 ● ● ● ● 

一致性 0.972677 0.874372 0.919689 0.986063 

覆盖度 0.141607 0.138425 0.282418 0.225139 

总体一致性 0.939107 

总体覆盖度 0.552108 

 

通过对我国内地 29个省、区、直辖市进行QCA 组态分析发现,总体解的一致性为 0.939,远高于一致性可接受程度0.8,总体

覆盖度为0.55,表明4种组态解释了55%以上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原因。因此,4种组态可视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充分条件组合。 

通过对 4个组态条件变量进行对比发现,4 种条件组态可以归纳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 4条路径。组态 1 不具备创新环境维

度变量,资源投入层包括产学研联系维度和国际技术溢出维度变量,可以看出该组态通过外在技术吸收和内在科研成果转化提升

该区域创新能力,因此可将其命名为技术转化型路径;组态2不具备产学研联系维度变量,资源投入层存在创新环境维度和国际技

术溢出维度变量,可见该组态创新主要来源于国外技术,同时注重产业环境优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因此将该组态命名为国外

技术吸收型路径;组态3、组态 4包含创新基础、创新环境、产学研联系维度和国际技术溢出 4个维度 7个变量,组态 3未包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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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支持变量,组态 4未包含产业结构特征变量。因此,组态 3主要通过制造业对技术进行吸收与转化,组态4技

术吸收与转化的媒介为服务业。因此,组态 3对应的路径为制造主导型路径,组态 4对应的路径为服务主导型路径。 

(1)技术转化型路径。 

R&D 经费投入规模*知识存量*产业与大学合作*进出口贸易*区域外技术购买构成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充分条件,归属于该路

径的区域为:辽宁、天津等地区。其中,R&D 经费投入规模、知识存量、产业与大学合作、进出口贸易、区域外技术购买为核心条

件,其它为边缘条件。该路径依靠外在技术吸收与内在科研成果转化两种模式,主要将 R&D 人力与财力投入到外来技术吸收与科

研成果转化上。地处沿海、外贸发达、外企数量多的区域可以考虑该路径,通过区域外技术购买和增加进出口贸易引入先进技术,

促进区域内创新成果转化,将外来技术内在化、先进科研成果实用化。在配置创新资源时应将外在创新引进与内在科研转化并重,

对外将创新资源配置到区域外技术购买和进出口贸易领域,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对内鼓励当地产业与高校、研究所进

行合作,充分利用地区高校资源,促使创新成果转化及产学研有机结合,双管齐下提升该地区创新能力,如图 1所示。 

 

图 1技术转化型路径 

(2)国外技术吸收型路径。 

R&D人力投入规模*R&D经费投入规模*知识存量*产业结构特征*知识密集型服务对创新的支持*进出口贸易*区域外技术购买

3个维度 7个变量可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符合该路径的地区为广东、山东、福建等。该组态表明,通过创新基础、创新环境

和国际技术溢出 3个维度变量组合可以完成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构型,反映了该地区高校创新资源转化不足、制造业未能形成聚

集性、服务业较发达。因此,具有以上发展特点的区域可将创新基础维度 R&D 经费用于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将 R&D 人力与 R&D 经

费优先投入到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其余资源配置于当地制造业,促使外来先进技术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

发展中被充分吸收,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体如图 2所示。 

(3)制造主导型路径。 

R&D 人力投入规模*R&D经费投入规模*知识存量*产业结构特征*产业与大学合作*进出口贸易*区域外技术购买。该路径除知

识密集型服务对创新的支持变量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不起作用外,其它条件对结果变量均有影响。归属于该路径的地区为江苏、

浙江等省份,该地区制造业与高等教育发展良好,经济贸易发达,地理上靠近长江三角洲工业集聚区域,凭借地理位置和城市资源

吸引了大量创新型人才集聚,不需要投入过多资金。该组态只有 R&D 人力投入为边缘条件,其余均为核心条件,由此可见,该区域

对创新人才的重视程度可放在第二层次。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拉动的区域可以考虑该路径,可将创新基础和国际技术溢出两

个维度变量作用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这些发展特点的区域可采取以下策略:①鼓励制造业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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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将制造业创新作为该区域创新的主导力量,通过产学研结合,确保科研成果在制造业中充分转化;②注重对制造业产业

集聚的布局与规划,促进制造业转型与先进制造业形成,充分发挥其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作用;③通过加强进出口贸易促

进外贸产业创新发展,将区域外购买的先进技术应用到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促使先进技术在先进制造业发展中充分吸收,如

图 3所示。 

 

图 2国外技术吸收型路径 

 

图 3制造主导型路径 

(4)服务主导型路径。 

R&D人力投入规模*R&D经费投入规模*知识存量*知识密集型服务对创新的支持*产业与大学合作*进出口贸易*区域外技术购

买。由路径 4可以看出,该路径除产业结构特征为模糊条件外,其余 7个核心条件均构成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充分条件组合,属于

该路径的地区有北京、上海等。该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经济发展迅猛、高校教育较为发达,吸引了大量科研型人才。经济增长

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拉动的地区可以借鉴该路径。首先,该区域应以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吸收外部技术和内部科研转化并重;

其次,该地区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较大,可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科研型人才;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大学、科研部门对科研成

果进行转化,加强产学研联系;最后,该路径的产业结构特征为模糊解,表示该区域制造业规模较小,远远不能达到集聚效应。因此,

该地区应该注重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将创新基础资源与区域外先进技术投入到两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促进区域创

新能力提升,如图 4所示。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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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结论 

本文将我国内地 29个省、区、市作为样本,应用QCA 方法,探究提升各地区创新能力的条件组态路径,得出如下结论: 

(1)R&D 经费投入规模、区域外技术购买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无论走哪条路径,R&D 经费投入与区域外技术购买

两个因素不可或缺。R&D 经费投入是其它条件的基础,只有 R&D经费充足,各省份才能将 R&D经费运用于企业和高校研发投入、区

域外技术购买、制造业与服务业技术创新与吸收,进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创新在全球的脚步加快,区域外技

术购买变量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大,应时刻汲取国外先进技术,充分引进与吸收外来精华。 

(2)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存在 4 条路径:技术转化型路径、国外技术吸收型路径、制造主导型路径、服务主导型路径。不同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教育水平不同,导致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不同,因此不同区域应探寻适合自身创新发展的路

径。首先,各区域需要识别自身发展特点;其次,根据地区发展特点选取合适的路径;最后,根据该路径从创新基础、创新环境、产

学研联系、国际技术溢出 4个维度优化本地创新资源配置。 

(3)通过对4条路径的归纳总结可以看出,没有一种条件变量可以直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充分条件

是多种条件变量组态。因此,相关部门在对创新资源进行配置时,不能只注重单一影响因素,应将创新资源在组态中进行合理配置,

确保从整体角度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通过对比 4条路径组态条件可以看出,前因变量中某个条件变量替换也可以引发高水平

区域创新能力,如在制造主导路径中,如果区域产业聚集性变量替换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支持变量,制造主导型路径则转化

为服务主导型路径,同样可以达到高绩效水平。因此,在本研究 4 条路径未覆盖的 45%样本中,处于制造主导型创新组态与服务主

导型创新组态间的区域,可根据本地制造业产值与服务业产值的占比,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特征变量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支

持变量资源配置的比重,找到适合本地的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 

 

图 4服务主导型路径 

4.2 管理启示 

本文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如下管理启示: 

(1)资源配置者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引导者。 

首先,应该因地制宜,根据本区域自身特点、发展需求和外部环境找准适合本区域创新发展的路径;其次,区域创新资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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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资源分配过程存在短板。因此,应以整体效率提升为主要目标,通过将创新基础条件、创新环境条件、产学研联系条件和国

际技术溢出条件进行优化组合,以有限资源创造最大价值;最后,应该注重“引进来”与“自主创新”间的关系。“引进来”固然

是区域创新提升的先决条件,但自主创新才是国产创新品牌屹立于世界不倒的关键。因此,资源配置应该把控好两者间的关系,通

过“引进来”赶超国际先进水平,通过自主创新成为国际创新潮流的引导者。 

(2)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道路上的攻关者。 

首先,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承担起为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责任;其次,高校和科研机构将科研的学术性与实用性结合,以解决实

际问题为研究导向,将科研与国家创新发展同步,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携手共担国家创新技术攻坚工作;最后,虽然我国每年

的专利授权数量排在世界前列,但转化率不高。因此,应注重科研成果转化,将科研定位于社会需要,并最终应用于社会创新。 

(3)企业是区域创新道路上的依托者。 

首先,应明确世界创新发展态势和经济发展导向,确定企业发展定位,勇于承担创新责任;其次,应加强产学研合作与创新人

才吸收,为科研成果转化和创新人才提供充足的外部资源,确保创新源泉可以充分涌流;最后,由传统“逆向开发”创新模式向完

全掌握知识产权的“正向开发”创新模式转变,企业唯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①未考虑区域创新投入时间滞后性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未来可以考虑投入产出滞后期这一变

量;②主要是针对我国内地29个省、区、直辖市进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组态分析,未对某个省份具体市区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

后续研究可将不同市、区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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